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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判 立 场 陈 述 与 多 元 方 法 整 合
*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张 碧

摘 要: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
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
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
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
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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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对西方符号学资源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十分注
重将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应用于对政治哲学、传媒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批评实践中。尽管
其“编码 /解码”的符号学实践早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然而，对于霍尔丰富的社会符号学思想及
宽广的符号学实践视野，国内学界尚未给予全面的关注与探讨。本文拟从不同门类符号学的角度
出发，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其符号学实践特征进行讨论。

一、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解及运用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始，西方符号学开始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系列范畴作为其理论

的基本方法，由此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因此成为在各门类符号学中最具技术操作性的支

系，从而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诸多人文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这种学科语境中，霍尔从索绪
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及罗兰·巴尔特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并将这
些方法应用于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的批评实践中。
霍尔之所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如此青睐，原因很大程度在于: 在源流纷繁的法国结构主义学

派中，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的理论方法对霍尔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 “借用了索绪尔之后语言学模式的列维—斯特劳斯，以其结构主义思想，为 ‘人类文化科
学’提供了一种使之更为科学而严谨的全新范式。同时，更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在阿尔都
塞的著作中获得复苏，并被其通过语言学范式而 ‘阅读’和建构 ( constituted) 。”①霍尔认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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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批评家以各自的结构主义方法取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经济决定论观点，体现出结构主义

的方法论优势: 文化研究由此得以将社会内部诸多力量间的关系理解为辩证性关系，使对社会现

象的思考不致陷入经济还原论的窠臼。此外，霍尔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化研究中的优势还体现
在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诸多领域进行有效地抽象化，并借此对其复杂的关系及结构进行推演与

归纳。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极为相似: “结构主义对抽象化必要性的承
认，体现在将其视为被挪用了 ‘真实关系’ ( real relations) 的思想工具上; 同时，结构主义还承
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有一种对抽象的不同层面之间所存在的持续性复杂运动的呈示”①。这样，
霍尔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在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这种认可态

度为此后文化研究领域的 “葛兰西转向”埋下伏笔，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于对电视时事节目制作与运营过程的分析。长期

以来，播音员与节目参与者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一直是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霍尔从符号学角
度，对电视时事节目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阐释。
霍尔对电视节目做出“内容” ( contents) 与“形式” ( forms) 的二元划分。“内容”与 “形

式”的关系在西方哲学、美学史上是一个持久的讨论主题，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指出，两者
的关系问题始终贯穿于克罗齐、英美新批评及俄国形式主义甚至当代的学术讨论之中。② 拥有深
厚哲学修养的霍尔将这组范畴应用于传媒学分析中，使之在传媒语境中成为全新的文化分析手

段。霍尔提出，“内容”指 “一旦政治事件及其发展动态被主题化 ( thematised) ，成为电视节目
的主题 ( subject-matter) 和话题 ( topics) 时，我们就称之为内容”，“形式”则指 “用来意指其
内容实际上指的是什么的、并被应用于节目不同环节的诸多话语元素的结合”③，作为节目不同
阶段话语框架的 “形式”是表现作为政治事件主题的 “内容”的单位手段，霍尔由此将 “节
目”的属性界定为“通过表意形式，以挪用不断变化着的话题及其片段”④。
霍尔对“形式”与 “内容”两概念的应用渗透于他为节目制播过程所划分的两个阶段⑤ :

首先，媒体工作人员对与节目相关的政治信息进行搜集、选择与整合，并按照节目的具体场景设
置及剪辑等形式要求，将其整合为适宜播出的节目话题，这些整理工作由媒体人员完成，因而属

于媒体领域内电视节目的 “形式”层次; 其次，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参与者就前一阶段的拟定
话题进行自由辩论，以其辩论话语内容 “填充”节目的制播形式，这便是节目的 “内容”层次。
由于参与者必须在节目制作人拟定的 “话题”框架下才能进行自由辩论，因此其谈话内容不能
超出制作人所提供的话题框架。霍尔由此认为，在前一阶段，“两者 ( “内容”与 “形式”) 间
的关系毋宁可被描述为电视支配 ( 但并不篡改) 政治。这样一来，即可得出 ‘建立和挪用主题
=媒体对政治家进行结构或支配’的公式”⑥，电视节目的“形式”相对于 “内容”而言具有某
种决定作用，媒体人对节目话题的建立与运用，实际是媒体结构对政治家辩论话语及内容结构的

支配。这种支配结构恰体现出霍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观: 媒体人所定制的电视节目形式是 “深
层结构”，而作为“表层结构”的话语论辩则由作为话语框架的 “深层结构”提供和控制，“深
层结构”在无形中对“表层结构”进行匡范和调控，同时也成为时事内容及大众舆论的控制者。
然而上述情况仅仅是就第一阶段而言，时事节目事实上具有极为复杂的逻辑结构。霍尔在分

析第二阶段的内容 /形式结构时指出，尽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所确定的框架中进行探讨的，
然而随着辩论的推进，政治家们将原本由媒体人整合而成的话题还原为一系列政治事件素材，使

得原本由媒体支配的话题形式受到 “解构与重构”，由此使“政治家反过来对媒体进行了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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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①。这样，内容在第二阶段反而成为形式的支配者。尽管霍尔未以符号学方法对第二阶段
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但不难看出，如此一来，节目形式的话语框架便根据谈话内

容派生出与媒体人事先设定的框架不尽相同的样态，“形式”成为 “深层结构”，“内容”成为
“表层结构”，两者间的支配关系形式发生倒转。
但在霍尔看来，更能体现两者间结构复杂性的地方在于: 在节目制播前，媒体人在对谈话者

的采访过程中已受到受访者话语的影响，因此在对话题的搜集和选择过程中，无疑要以这些言论

为参考坐标。这样，谈话者的态度及即将发表的内容成为节目形式潜在的 “深层结构”，节目形
式却成为“表层结构”。显然，在电视节目的制作准备和播出过程中，“形式”与 “内容”的关
系，亦即“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互为前提的辩证结构。
此外，“差异”理论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霍尔的结构主义观。“差异” ( differential) 是结

构主义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只有当组成部分在系统内与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之间互相区别并产生差

异，符号意义才能形成。列维—斯特劳斯为其人类学研究所确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是最为典型
的符号差异观。霍尔深明差异性对符号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差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意义
的基础，任何意义都无法脱离差异而存在”②，并承认二元对立模式有其方法论价值。然而，对
二元对立模式在具体社会研究中的僵化特性，霍尔却提出了批评③，这种态度与他早年所采取的

内容 /形式的二元划分法截然不同。这种对二元对立模式的批判，体现出霍尔对待结构主义符号
学态度的转变。

二、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批判与后结构主义立场
众所周知，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于: 语言学研究必须采取某种共

时性 ( synchronism) 的研究态度，关注系统在特定时刻的状态。同时，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
使包括历史、政治等诸多历时性 ( diachronism) 因素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符号学方法
的批评活力遭到极大削弱，结构主义传统符号学也因这种静态化的认识论和封闭的方法论而遭诟

病。如当代文化研究界认为结构主义方法 “让反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家有机会批评它研究文化时
采取了一套非历史主义方法”④。在这种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声音的影响下，尽管霍尔仍认定结构
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也逐渐产生了新认识。
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到见解和把握早在作于 1973 年的 《编码 /解码》中便得到体现，

他本人亦承认，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理论框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⑤。值得注意的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 人类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结构产生变革及发展，使得

对社会结构的考察维度必须采取一种动态眼光，因此这种维度属于被结构主义传统所抛弃的

“历时性”范畴。而作为 “一位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 ( an explicitly Marxist) ”⑥ 的霍尔，其所抱
持的历史主义文化批判观显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 “共时性”方法截然不同，在其结构主义符
号学实践中，霍尔也逐渐意识到这种符号学方法的弊病所在，因此霍尔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摒弃历

史因素的特质作为主要对象，对其展开尖锐的抨击⑦。
尽管对索绪尔将“语言”系统指认为社会属性的态度，霍尔曾给予肯定，但同时又批评索

绪尔“几乎只关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同时，很少注意或不注意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何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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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前所说的指称的目的，亦即存在于语言之外、‘现实’世界之内的事物、人和事件”①。霍
尔此处所说的“指称的目的” ( purpose of reference) ，特指其后文所述的 “指称物” ( referent)
概念，也就是由符号指涉的 “‘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霍尔通过对指称物领域———亦即社会
现实的强调，来表达对索绪尔将符号意义视为系统封闭性产物观点的批判。霍尔认为，符号意义
的生成，亦即符号内部关系的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 “社会习俗体系” ( system of social
convention) 所催生的文化网络的产物，换言之，任何符号表意实践都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
境中才能实现②，这种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有关。
事实上，将历史社会因素视为符号意义的生成动因，也得到其他批评流派学者的支持。例如

曾是结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 ( Jonathan Culler) ，随着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认识的深
入，认识到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在历史中偶然形成的③。这里，霍尔援引卡勒的观点，旨在进一步
说明: 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定，亦即符号意义的生成，并不来自符号系统内部诉诸差异性的

生成性原则，而是在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约定而成的。因此，符号在本质上产生于诸多形态各
异的社会活动。
由此可知，在霍尔看来，符号意义的生成始终与历史的动态保持一致，处于不断生成和变化

的状态，而作为文化研究而言，便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充分考虑到符号意义动态特质的符号学方

法: “重要的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讲，这种诉诸于语言途径的方法应当不会固定意义，并能够打
破能指与所指间所有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联系……由此促成新的意义和新阐释的不断生产。”④这种
新的学术要求使得结构主义的封闭式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 “……这提醒我们警惕那些
把大众文化视为自我封闭的体系的研究方法，这种做法……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对待传统，分析
大众文化形式的时候，好像这些形式从一开始就在自身中包含了某些固定不变的意义或价值”⑤，
正是由于符号灵活多样的意义的生成源自历史、社会等历时性范畴，因此文化研究在借助符号学
方法发掘文化的符号意义时，必须以将符号置于广阔的社会视野中为前提: “意义被各种不同媒
体生产出来———尤其在当下，意义在现代大众传媒中、亦即在全球传播的复杂技术被生产出来，
这种状况使意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间循环往复”⑥，霍尔意识到，在分析当代
世界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时，结构主义符号学封闭式方法的缺陷已暴露无遗; 同时他也指

出，许多批评家因考虑到结构主义的这种缺陷而将对符号学的运用转向了后结构主义⑦，事实

上，这其中就包括霍尔本人。
霍尔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在其对拉克劳 “接合理论”的援引和运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将

这一理论观点归纳为: “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没有必然的属性 ( belongingness) ……这样，
便必须考虑不同实践———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意识形态内部不同要素、组成社会活动的不同社
会集团等———之间的偶然的和不必然的联系”⑧，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内部可能存在诸多属性
不同的构成要素，而建基于某种特定经济结构之上的统治集团，能够通过对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

其他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挪用，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之确立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发挥

维护新社会形态的作用，这便是 “接合”的实践机制。
霍尔对接合理论的具体运用策略是 “把诸多实践视为如话语一般发挥功能的思路———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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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语言一样的思路”①。尽管认定“社会如语言一般运作”②，但对“社会”的这种隐喻式分析过
程，霍尔并未加以详述。事实上，这正是霍尔所默认的其后结构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约翰·斯
道雷 ( John Storey) 指出: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符号的意义 ( 亦即能指与所指的组合方式) 会随
时空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延伸出新的含义，“从能指到能指的不能确定的传递 ( referral) ……使所
指意义无法暂停……使它只得继续意指其他事物”③，语境对能指与新的所指的结合，亦即符号
全新意义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意识形态正如能指一般，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由特定的社会阶

级赋予其政治所指意义。英国学者保罗·鲍曼 ( Paul Bowman) 曾指出: “霍尔认为，对特定时
刻的语境分析 ( conjunctural analysis) 至为重要”④，显然，霍尔对接合理论的理解，既是其后结
构主义观点的具体显现，也是对马林诺夫斯基 ( B． K． Malinowski) 等人符号语境论的呼应。
同时，霍尔也借接合理论表达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的异议: “接合是自我实现的社会

力量与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念……间的一种偶然联系”，因此，这种联系的偶然性也“不会是由社会—
经济结构或位置所必然给予的联系”⑤。这样，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决定论
被重新讨论，霍尔也因其符号学观念的变化，实现了由马克思主义者向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

三、再现与符码
“再现” ( representation) 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霍尔的符号学理论中，它指 “我们通过语
言对意识中的各种概念意义进行的生产”⑥，也就是对概念的符号化过程⑦。可以说，再现是霍尔
对符号学的又一种理解和运用。
索绪尔将能指、所指 ( 即概念) 关系概括为 “任意性”，霍尔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

在同一种语言中确定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英语单词 book 由 b、o、o、k 四个字母
组成，但这种任意组合如何代表 “由纸装订而成的文化用品”这一概念? 霍尔认为，概念的意
义不可能存在于客体或词语本身当中，而是只能 “由再现系统构造而成”，具体而言，是由符码
( code) 在人类的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间建立关联而成⑧。
符码是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以符码理论为主的军事通信学将索绪尔与

皮尔士这两位现代符号学鼻祖引向了对符号学理论的观照与建构⑨。霍尔对符码理论的重视从
《编码 /解码》一文便可窥一斑瑏瑠。具体而言，符码是一种能够将信息嵌入文本并使之得以传达的
规则，接受者通过对文本信息的解码而获得这些信息。在霍尔看来，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成
员享有的共同的概念图式 ( conceptual maps) 和语言系统，能使符码在概念与符号间确定一种传
译关系 ( relationships of translation) ，从而使意义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获得固定状态，并得以传
播瑏瑡。当然，这种对符号意义的稳定作用只是相对的，同一符号的符码很可能因其所处语境的变
迁而产生变化。
意义必须通过语言途径才能获得再现，对其以何种具体途径进行运作的问题，霍尔认为存在

三种模式瑏瑢 :

首先，通过反映途径 ( reflective approach) ，人类被认为能够通过语言对感性经验事物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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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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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②⑤ 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bid，p． 56，p． 57，p55．
quoted from 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2009，pp．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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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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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行如实描摹，这种论断显然与柏拉图以来的模仿论颇为相似。但模仿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下
述事实: 语言对客观事物的再现或描摹必须以事物的符号为媒介，而无法再现客观事物本身。一
旦脱离对事物意义的准确接受，语言便无法发挥再现功能。这样，就虚拟事物的词语概念而言，
由于其符码信息可能无法被接受，意义未能传达给说话人，因此语言便可能无法有效地进行再

现。例如，在不了解古希腊神话的人心里，“宙斯”显然是一个无法通过经验而形成为表象的概
念，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便显得苍白无力了。
其次是意向性途径 ( intentional approach) ，通过这一途径，再现意义的生成来自说话者的主

观意图。但这种途径的缺陷在于: 语言必须依靠文化共同体内人们共有的语言习惯和符码才具备
交流功能，因此无法实现绝对的自治，换言之， “无论我们的私人意向意义具有怎样的个人倾
向，都必须经由语言的规则、符码和习惯，才能得到人们的共享和理解”①。例如达芬奇用左手
反写的字迹，便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得到世人的解读。只有当人们发现字是反写，由此使字迹恢
复了原有的文字写法、语法习惯等语言符码时，其意义才能得到人们的准确读解。
第三种途径被称为构成主义途径 (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构成主义”认为，虽然物体也许能

为符号提供物质载体，但事物自身却毫无意义，意义的生成必须由诸多社会活动者通过其语言系统建

构而成的，这显然属于典型的结构主义观。这里，霍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倾向又一次显现出来。
从霍尔对再现与符码理论的运用中，不难看出其对符号学门类的选择和应用并不局限于结构

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模式，而是具有十分灵活和多元的特质。应用符号学时具有的方
法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过程中所具有的开阔视野。

结 语

作为一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的批评家，霍尔的符号学观及对符号学的运用与五十年代

之后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样，始自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接受; 同时霍尔也与他们一样，

基于对结构主义共时性缺陷的认识，而最终在方法上转向了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借此对诸多社

会、政治文化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以期达到社会文化批判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符号学方法之
所以能在文化研究中确立重要位置，并非霍尔一人之功，在同为文化研究领域权威的雷蒙·威廉
斯及托尼·贝内特等人的著作中，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应用时常可见。因此，符号学对于
文化研究而言，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方法传统。梳理霍尔的符号学思想理路，详察其应用不同符
号学时的技术操作特点，并以此为据，透析霍尔复杂而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批评理论的掘进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建构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责任编辑: 李亦婷)

The Discourse of Critical Standpoi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Approaches

Zhang Bi
Abstract: Stuart Hall，the British theorist of Culture theory，applied different kinds of semiotics t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ism semiotics，post-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nd the theory of Ｒepresentation embodied his complicated attitudes towards the
approaches of semiotics． It will be quite significant to systematize Hall's thoughts of semiotics and to
analyze his semiotic practice，in order to elucidate semiotics’methodological position in critical theory of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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